
 

平台经济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原则的适用

唐要家
（浙江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数字经济独特的发展规律要求建立更为有效的反垄断实施体制，确保反垄断法的高质量

实施。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是互补的关系，都服务于反垄断法高质量实施的

目标。在平台经济中，转售价格维持能克服渠道“搭便车”和实现网络效应等效应，但其也会便利寡头企

业合谋、实施市场封锁和剥削性定价，因此案件审查应基于平台经济特殊性适用合理原则。中国反垄断

执法实践显示，对转售价格维持简单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和缺乏科学的反垄断执法制度保障会严重影响

执法质量，增加执法失误风险。中国纵向限制协议反垄断应坚持合理原则为主的基本走向，以合理原则

构建为核心、强化保障反垄断法高质量实施的制度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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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反垄断政策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基础性经济政策，有效的反垄断执法是维护市场竞争、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所具有的独特的经济

规律以及大型数字平台日益垄断化的特点，对各国传统的反垄断体制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如何

构建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反垄断监管体制，全面提升反垄断监管效能成为全球性议题。目前关

于 数 字 经 济 反 垄 断 监 管 具 有 全 球 影 响 的 研 究 主 要 是 英 国 数 字 竞 争 专 家 组 （ 2019） 、 欧 盟

Crémer等（2019）、美国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中心（2019）、德国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竞争法4.0”委

员会（2019）以及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2020）的报告
①

。这些研究报告都强调为有效应对数字

经济发展带来的反垄断挑战，应该建立更有效的执法机构、强化事前监管、完善反垄断审查方

法和程序、创新反垄断救济措施等具体的强化反垄断执法的政策建议。

为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目前我国正在对《反垄断法》进行修订，同时为强化平台经济领域

的反垄断执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2021年2月正式出台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

南》。总体来说，我国目前加强反垄断执法的重点集中在完善立法，反垄断执法则重点强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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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一执法和加大处罚力度，而对如何提升反垄断执法的科学性，防止执法失误问题则相对关

注不够。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中国反垄断执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反垄断执法部门查

处了一批反垄断案件，但在具体案件审查中如何保证案件审查质量以及如何实现公正执法等

问题还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因此，在完善反垄断法律体系和强调加强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同

时，也要同步考虑如何完善反垄断法实施机制，以实现反垄断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的现代化。

近年来转售价格维持一直是中国反垄断执法的重点，反垄断行政机关查处了相当数量的

转售价格维持违法案件，但目前对转售价格维持案件反垄断原则适用问题仍存在很大的争议。

对此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以时建中和郝俊淇（2017）、王晓晔（2021）为代表的学者认

为，本身违法原则符合中国《反垄断法》的规定，中国转售价格维持案件不应盲目采用与《反垄

断法》具有内在不兼容的合理原则
①

。二是以黄勇和刘燕南（2013）、兰磊（2016）、丁茂中（2017）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对转售价格维持案件采用本身违法原则是不恰当的，应该采用合理原则。

合理原则符合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研究，而且有利于避免本身违法原则打击面过宽和容易出现

执法错误的缺陷
②

。上述理论争论主要是针对《反垄断法》既有规定和已有反垄断判例，较少涉

及如何创新中国反垄断立法和执法体制以及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原则适用

问题的分析。因此，厘清转售价格维持案件反垄断原则，不仅涉及具体案件执法的科学性问

题，更涉及反垄断实施体制构建问题，对此的讨论必须基于中国反垄断制度现实并着眼于数字

经济背景下构建高质量反垄断实施机制的目标。

本文基于转售价格维持协议案件反垄断原则适用问题，重点关注平台经济转售价格维持

案件的反垄断原则，并基于中国转售价格维持案件反垄断执法实践来探讨如何完善以合理原

则为核心的反垄断制度体系，以进一步提升反垄断法实施质量与效能。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

本文的分析主要着眼于构建高质量反垄断实施体制为目标，重点关注平台经济转售价格维持

的反垄断原则并基于反垄断案例的经验分析，来讨论反垄断执法体制的完善问题。

二、  转售价格维持案件反垄断原则的适用

本身违法原则是适用于“垄断协议”的重要反垄断审查原则。本身违法原则是指特定类型

的企业限制行为总是内在地具有严重损害市场竞争的效果，对此执法机构不需要对其进行高

成本的竞争损害分析而是直接认定其构成非法
③

。因此，本身违法原则也被称为“基于形式”的

执法原则。根据美国联邦法院商业电器公司案的裁决意见，本身违法原则主要是针对“总是或

基本上总是会带来反竞争效应的纵向限制，即充分的经验证据显示其基本不具有效率理由，而

是总是或基本上总是会限制竞争和降低产出”④
。因此，本身违法原则的合理性在于该限制协议

较大可能具有反竞争效应。

合理原则是美国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案首次引入的
⑤

，布兰迪斯法官在芝加哥贸易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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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指出合理原则是“法院通常必须考虑特定案件的商业现实、限制协议实施前后的市场状

况、限制协议的性质及其实际或潜在的竞争影响”①
。合理原则需要考虑各种情况以决定该限制

行为是否产生了对市场竞争的不合理限制，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相关商业的信息和限制行为

历史、性质及其效应
②

。显然，合理原则针对的是那些竞争效应无法直接作出判断的限制协议，

通过进一步分析个案的具体情况来确保做出正确的裁决，是一种审慎的执法理念和追求执法

科学性的做法。“合理原则”中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核心维度：一是具有充分可信和可识别

的事实证据，即裁决符合个案的经济现实，具有可信的事实证据；二是具有充分可信的经济学

逻辑或理由，即裁决具有合理的经济理由；三是具有公正的举证抗辩程序，即裁决符合合理的

程序要求。在上述三个维度中，证据责任配置是合理原则的根本制度保障。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合理原则并不是简单地在特定案件中引入经济分析和福利权衡，而是一个反垄断法实施制

度体系建设问题。静态来看，反垄断审查原则的适用需要与执法经验、执法理念和执法体制相

协调，体现出制度契合性；动态来看，反垄断审查原则适用则要体现出制度协同演化，随执法

经验、经济学理论和执法制度的发展而不断优化升级，持续提升反垄断法实施质量。

对纵向限制协议适用何种反垄断原则需要以充分的执法案例和对经济现实分析为基础。

美国联邦法院在1979年广播音乐公司案和1982年Arizona案的裁决中多次强调，只有在法院对

涉案的限制协议具有充分的执法经验并确信在大多数情况下适用合理原则是无效的，适用本

身违法原则才是合理的
③

。本身违法原则的基础是充分的反垄断执法判例经验充分证明某种类

型的限制协议具有非常大的可能具有限制竞争的效果，显然执法机构的这种“确信”是基于前

期对大量案件的充分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本身违法原则是合理原则的自然延伸或必然结

果，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并不是彼此对立的或替代的关系，

而是彼此互补共存的关系，二者都是服务于更好地审查限制协议是否具有反竞争效应。

本身违法和合理原则的确立及其区别化应

用是高效率执法和正确执法的一种合理平衡。

本身违法原则的优点是对特定企业行为给出明

确的指导并且具有低法律实施成本的优势，但

本身违法原则也存在一刀切地加以禁止的武断性问题，广泛运用本身违法原则会增加过度执

法的执法失误风险。合理原则具有科学性和裁决公正性优势，但也存在执法程序相对复杂和成

本相对较高的不足。完全采用任何一种执法原则而排斥另一种都是不正确的，需要根据经济现

实、经济学理论发展、执法经验与能力、法律实施制度水平来实现最佳的组合，实现高质量执

法。在反垄断执法当中，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采用何种原则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和经济现

实来灵活运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同反垄断原则实际是位于一个连续空间的不同位置，对

于那些肯定违法的限制协议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对于那些肯定合法的限制协议适用本身合法

原则，对于那些无法根据协议类型直接判断其竞争效应，处于灰色区域的限制协议则适用合理

原则（参见图1）。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的边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

黑色区域

本身违法

灰色区域

合理推定

白色区域

本身合法
 

图 1    反垄断执法原则的适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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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成本和执法正确性之间的权衡。在某种意义上，反垄断原则的适用结构实际是一个成本—收

益权衡的决策问题
①

。美国反垄断审查还创立了合理原则的“快速审查”机制
②

，对于具有较大反

竞争效应可能的案件以简化的合理审查程序来进行裁决，以提高执法效率。

转售价格维持经济学理论研究为合理原则的适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反垄断法一直

以来与主流的经济学理论紧密结合，案件审查通常都是基于可信的经济学分析。合理原则的合

理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案件审查和裁决所依据的经济学理论逻辑。长期以来，反垄断法之所以

将转售价格维持看作是一种本身违法的垄断协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经济学理论对这一

判断提供了理论支持，即倾向于认为转售价格维持是生产商或经销商实现价格合谋的一种机

制，具有同横向价格合谋相同的反竞争效果，并且不具有任何的效率理由。现代反垄断经济学

理论研究则指出，由于纵向市场关系的复杂性，转售价格维持并不必然产生反竞争效应，其在

很多情况下具有效率促进效应。转售价格维持主要的效率理由是转售价格维持能消除经销商

在产品促销中的搭便车行为，促进服务质量提高和品牌商品的销售。在一些市场中，尽管转售

价格维持导致产品销售价格提高，但是消费者享受了更好的产品和更高的服务，有利于消费者

福利的提高
③

。总体来说，经济学理论和经验证据充分显示转售价格维持并不注定或总是具有

反竞争效应，在一些情况下其也具有竞争促进效应
④

。因此，基于个案分析的合理原则就是恰

当的。正如美国法学家霍恩坎普（2017）所指出的：“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纵向价格限制与纵

向非价格限制被适用不同的原则，但二者都适用相同的合理原则已成为基本趋势。对于转售价

格维持案件，合理原则是唯一正确的审查机制。”⑤

三、  平台经济转售价格维持适用合理原则的经济学基础

在平台经济中，转售价格维持仍然是各国反垄断执法的重点关注问题，典型的如2018年欧

盟委员会对家电企业在线零售市场实施最低转售价格协议的处罚，以及2020年英国反垄断机

构（CMA）对高科技乐器生产商在线市场实施最低转售价格协议的处罚。平台经济转售价格维

持具有三个新特点：一是转售价格维持的实施主要是借助算法软件来实现，定价算法方便了转

售价格的实施；二是转售价格维持的实施主要发生在平台，由于具有独特的交叉网络效应，平

台对一侧用户实施的定价限制会对另一侧用户的效用产生影响；三是转售价格维持的竞争影

响涉及多个主体和多个市场层次，转售价格维持同时影响消费者、生产商、经销商、平台等相

关主体，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包括品牌内竞争、品牌间竞争、平台内竞争和平台间竞争四个层

次。这些特点给反垄断审查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由于平台经济反垄断执法面对更大的

不确定性，采取审慎的执法态度并建立科学的程序保障是确保执法正确的必然选择，由此主要

适用合理原则就是恰当的。正如霍恩坎普（2019）所指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除了对赤裸裸的

限制直接禁止外，对其他限制行为都要进行细致的案件事实分析并充分吸收平台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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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执法错误
①

。

（一）平台经济转售价格维持的效率基础

在线交易市场中品牌商品生产商实施的转售价格维持具有消除“搭便车”的效应。反垄断

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充分证明，转售价格维持会解决“搭便车”问题带来的激励扭曲，促

进经销商更好地投资于促销服务
②

。在在线交易市场，品牌商品生产商往往会同时在线上和线

下两个渠道进行经销。此时，“搭便车”问题由传统的不同经销商之间的矛盾转变为网店与实体

店之间不同经销渠道之间的矛盾。消费者往往在线浏览网店，然后到实体店进行实物体验，最

后在网店以低价格购买，此时实体店则变成了单纯的“体验店”或“试衣间”，“店选网购”中消费

者“跳单”行为成为搭便车行为的新体现
③

。Van Baal 和  Dach（2005）的经验分析发现，有26.4%的

消费者在网店下单前会逛实体店，即网店消费者中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消费者实施“搭便车”行

为
④

。消费者在网店与实体店之间的搭便车会对高成本、高价格的实体店带来巨大冲击，而实

体店的关闭则会对品牌商品的市场销售造成不利影响。为此，品牌商品生产商可能会实行转售

价格维持或对实体店和网店的商品种类分配实行差别供应或错时供应
⑤

。在平台经济中，消费

者价格信息搜寻成本，降低使消费者对价格更敏感，这增强了“搭便车”问题，强化了转售价格

维持克服“搭便车”的竞争促进理由
⑥

。

平台实施的转售价格维持能促进网络效应的实现。在流媒体、应用软件平台，平台通常对

媒体生产商、软件开发者的零售价格实行限制。由于数字平台的双边市场属性，平台的定价既

要考虑价格水平也要考虑价格结构。数字平台实施的转售价格维持可能是平台实现跨侧网络

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机制。Evans（2013）分析指出，双边市场中的纵向限制协议往往具有稳定

消费者预期和增加跨侧用户福利的效应，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网络效应
⑦

。Hagiu（2006）、Hagiu 和

Halaburda（2014）对具有双边市场属性媒介平台的分析显示，媒介平台担心发行商索要高价格

从而降低对另一侧用户的吸引力或者发行商之间的过度价格竞争会降低服务质量，为实现正

确的激励，平台会实行转售价格维持来保持产品的低价格或促进经促销服务，从而吸引另一侧

用户的参与，以创造更大的平台生态价值
⑧

。Gabrielseny 等（2018）的分析指出，由于交叉网络效

应，平台有更强的激励来实施转售价格维持，在平台间竞争弱时会实施最高转售价格维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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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间竞争强时会实施最低转售价格维持
①

。因此，在平台具有交叉网络效应的情况下，流媒

体平台对版权作品、APP平台对应用软件实施的转售价格维持是实现交叉网络效应并创造生

态价值的重要机制。

（二）平台经济转售价格维持的反竞争效应

互联网显著增加价格透明度，大幅度降低了消费者的搜寻成本，这会促进价格竞争，但同

时也使寡头品牌生产商或支配平台更容易基于大数据算法来实行价格监督和价格控制，这又

可能会削弱价格竞争。平台经济转售价格维持往往具有多重竞争损害，其主要的反竞争效应为：

1.价格合谋效应。一是如果支配地位平台对平台内的重要品牌生产商都要求实行跨平台最

低转售价格维持，则会促进平台内和平台间不同品牌的价格合谋，消除价格竞争。如果平台要

求生产商实施的最低转售价格维持仅限平台内特定品牌商品，同时该品牌生产商在其他平台

可以自由定价，则这既不会限制平台间的品牌内竞争，也不会限制品牌间和平台间竞争，不具

有合谋效应。二是如果少数几家寡头平台都要求在线市场重要品牌生产商实行最低转售价格

维持，高累积率会促进平台间价格合谋，同时限制品牌内、品牌间和平台间竞争。三是如果寡

头品牌生产商之间共同实施在单个支配平台或多个平台的转售价格维持协议并借助算法定价

实现对竞争对手定价的监督和及时反应，则会产生促进生产商之间合谋的效应。四是在寡头市

场中，支配生产商实施最低转售价格维持会软化价格竞争，诱发其他企业也实行高价格，从而

形成一种默契的价格合谋。

2.市场封锁效应。如果支配平台要求所有或重要的品牌供应商在所有平台销售同一款商品

都实行统一的最低零售价格，在其他平台的定价不能低于在本平台的报价。此时，平台要求品

牌供应商实施的跨平台最低转售价格维持实际是一种跨平台价格校准机制，其不仅消除了跨

平台价格竞争并带来合谋效应，也可能会封锁新进入平台通过低价格吸引更多用户以获得有

效参与竞争所必需的用户基础，从而产生市场封锁效应。

3.剥削性滥用效应。如果实施企业是相关市场具有非常高市场份额的支配企业，最低转售

价格维持可能会成为维持市场势力和垄断性高价格的机制，提高整个产品系列的零售价格，对

消费者构成直接的伤害，是一种单方的剥削性滥用。反垄断法要特别禁止导致平台两侧用户支

付的价格都出现上涨的平台转售价格维持，或支配企业对所有经销商或所有经销渠道都实施

严格的转售价格维持协议行为
②

。

（三）平台经济转售价格维持合理原则的适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0年2月发布的《关于

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二章第七条对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

数据和算法等方式达成固定转售价格和最低转

售价格维持协议作出了原则性禁止规定，但是

没有同时给出数字经济中可能的豁免理由，而

只是笼统地对其适用《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豁免条件规定。由于《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豁免

条件更多的是宏观经济影响或社会性因素考量，其并没有针对数字经济平台商业模式的特殊

性给出有针对性的豁免条件解释或效率主张的可能理由，因此，《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

表 1    平台经济转售价格维持的经济效应

反竞争效应 效率效应

合谋促进效应 消除搭便车

市场封锁效应 实现网络效应

价格竞争软化效应 质量或品牌证明

剥削性滥用效应 激励新产品试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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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第七条的实施仍然充满较大的不确定性，有待细化明确。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将平台

经济转售价格维持的反竞争效应和效率效应总结在表1中。

平台经济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审查需要同时关注价格维度和非价格维度。反垄断法的根

本目标是保护消费者福利。消费者福利不仅包括低价格，也包括产品质量、服务、隐私、创新等

非价格因素。在转售价格维持案件审查中，仅仅证明转售价格维持导致该品牌商品高价格并不

足以证明其是反竞争的。如果转售价格维持导致品牌商品高价格时还实现了“高质量+高服务”

的组合，更好地促进了品牌商品之间的服务、创新或隐私保护竞争，则高价格本身就不一定是

伤害消费者福利的。平台经济中的高质量、高服务主要体现在消费者用户隐私保护程度的提

高、过度插入广告数量的减少、产品或服务创新等非价格维度。在多边市场平台向消费者免费

供应的情况下，这些非价格因素应成为判定对消费者福利影响的重要维度。另外，由于平台经

济转售价格维持也可能是一种市场封锁行为，反垄断审查也要关注其是否导致对竞争对手或新

进入者的市场封锁，特别是对潜在竞争或创新性进入者的封锁，从而保护破坏性创新和动态竞争。

平台经济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审查应重点关注限制平台间和品牌间竞争。平台经济转售

价格维持不仅会限制品牌间竞争，也会限制平台间竞争，对这两种竞争的严重限制应该受到严

格禁止。一是同时限制平台间竞争和品牌间竞争的转售价格维持通常发生在多个寡头供应商

共同在所有平台都实施转售价格维持，并借助算法来实现价格协调的情况。二是仅限制平台内

的品牌间竞争。如果转售价格维持仅在支配平台的在线市场中实施，则需要分析支配平台市场

份额、消费者平台多属、消费者价格信息搜寻成本以及转移成本等，以做出进一步的判断。如

果该平台是“守门人”地位的平台，由于平台间竞争较弱，转售价格维持在严重限制平台内品牌

间竞争的同时，也会对平台间竞争造成损害。三是仅限制单个平台内的品牌内竞争。此时转售

价格维持如果还面临有效的平台内其他品牌竞争，或消费者到其他平台购买同一品牌商品的

转换成本较低，则其不会伤害市场竞争。显然，在同时存在充分的平台内品牌间竞争和平台间

品牌竞争（品牌内和品牌间）的情况下，转售价格维持不会产生反竞争效果。

平台经济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审查要重点突出对定价算法的审查。由于在线交易市场中

转售价格维持是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来实现的，反垄断应强化对算法的审查，特别是审查定价算

法是一种品牌内的管理工具还是监测竞争对手价格变化并同步调整的便利合谋工具，对具有

便利合谋效应的定价算法则应严格禁止。如在美国和欧盟对苹果电子书案中，苹果要求电子书

出版商采用代理模式从而取消零售商的定价自主权而维持转售价格的统一，并采用平台比价

条款来根据竞争对手平台的零售价格来定价。由此，平台与出版商共同实施了价格合谋。算法

审查重点是：其一，算法程序审查，打开算法黑箱，通过程序代码分析或算法模拟运行来测试

程序代码是否具有明显的价格合谋目的；其二，算法程序运行的投入分析，如果寡头企业之间

采用相同的定价算法或共享定价所需的大数据，则算法很可能会促进价格合谋。

平台经济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审查需要特别考虑平台经济特定因素的影响。首先，平台的

市场势力。由于数字经济的强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市场更容易出现赢家通吃的冒尖现象，具

有守门人地位的平台实施的针对多个重要品牌生产商的转售价格维持往往具有严重的反竞争

效果，应该成为反垄断的重点。守门人平台对主要品牌商家实施的转售价格维持与独占交易合

约、最惠消费者条款等结合的复合型纵向限制更应严格禁止。其次，交叉网络效应的跨侧影

响。反垄断审查要同时考虑交叉网络效应下两侧用户的总体福利，并权衡跨侧外部性的内部化

效应与合谋效应。如果转售价格维持吸引更多的用户并且平台商家用户的利润也没有由此降

低，则其应该是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如果转售价格维持并没有带来消费者数量的显著增长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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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高了对单侧或两侧用户的收费，则其是降低社会福利的，应该受到禁止。再次，消费者平

台多属情况。消费者平台多属性决定平台竞争程度。消费者平台多属主要是受消费者获取价格

信息的难易程度影响，平台间比价信息获取对转售价格维持案件福利具有重要影响。为此，需

要分析市场当中是否存在独立第三方提供的平台比价网站，如果第三方网站或平台向消费者

提供免费的不同平台同类商品的比价服务，则会便利消费者的跨平台转换，促进平台间竞争。

最后，平台商业模式类型。转售价格维持对应用软件、视频游戏、数字音乐等软件平台具有较

强的外部性内部化作用，能够便利消费者并促进创新。平台设立初期或对新进入市场品牌生产

商实施的转售价格维持更可能具有效率效应，但是一个具有稳固市场地位的平台或品牌生产

商长期实施的转售价格维持则应受到重点审查。

四、  中国转售价格维持案件反垄断原则的适用

反垄断原则在具体案件中的科学适用是决定案件审查质量的重要因素，其不仅取决于基

于经济分析的竞争效应审查框架，也取决于反垄断原则适用的制度体系。转售价格维持协议案

件一直是中国反垄断执法的重点，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案件，为我们分析中国转售价格维持案件

反垄断原则适用绩效提供了现实基础。

（一）转售价格维持案件反垄断执法的特征

为了分析转售价格维持协议反垄断执法的特征和反垄断原则的适用情况，我们搜集整理

了自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国家反垄断机关、地方反垄断机关和法院司法裁决并对社会公开

的转售价格维持协议案件，共计25件。通过对这25件案件的分析，我们总结出如下的基本特征：

1. 反垄断执法案件主要针对固定转售价格和最低转售价格协议

转售价格维持协议分为固定转售价格、最低转售价格维持、最高转售价格维持和建议转售

价格。在25起样本案件中，固定转售价格维持案件数量为3起，最低转售价格维持案件数量为

15起，同时具有固定转售价格和最低转售价格维持的案件数量为7起，总体来说，25起案件都是

涉及固定转售价格和最低转售价格维持。根据反垄断经济学的分析，在四种类型转售价格维持

协议中，固定转售价格和最低转售价格维持具有较大的促进合谋效应可能，而最高转售价格维

持和建议转售价格则一般不会产生反竞争的价格合谋效应。因此，依据案件的类型，反垄断更

倾向于对固定转售价格和最低转售价格维持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从中国案件转售价格维持协

议形式来看，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 反垄断执法案件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市场

不同行业的商业经济现实对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竞争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是反垄断审查

的重要现实基础。从案件行业分布来说，在25起案件中，有5起案件属于要素产品市场，有20起

案件属于消费品市场，消费品市场案件占比为80%。从具体的行业来说，汽车行业案件数量最

多为8起。总体来说，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执法以消费品市场为主，并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根

据反垄断经济学理论，转售价格维持的效率理由主要适用于技术复杂的消费品或品牌商品，因

此其更倾向于适用合理原则；而生产要素市场由于产品同质性特征，转售价格维持的效率理由

难以成立，因此其更倾向于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根据这一判断，显然对技术复杂性消费品市场

采用本身违法原则会存在较大的执法失误风险，由于品牌汽车销售具有满足效率理由的产品

或市场基础，应该采用相对严谨的合理原则进行审查
①

。对一汽大众有限责任公司及部分奥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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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要家：《转售价格维持的经济效应与反垄断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3–98页；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Online Vertical Restraints Special Project Report，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2015.



经销商转售价格维持、克莱斯勒（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转售价格维持、上汽通用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最低转售价格维持、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奔驰汽车公司转售价格维持、丰田

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转售价格维持、东风日产汽车公司转售价格维持、长安福特汽车公

司转售价格维持等案件的反垄断执法存在一定的执法失误风险。根据上述案件裁决后发布的

公告或裁决书可以发现，个别案件的裁决依据及理由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和可信性问题，特别是

上述案件中执法机构对品牌汽车经销中的转售价格维持导致限制“品牌间竞争”所给出的理由

或证据存在一定的瑕疵。

3. 反垄断执法具有行政执法主导和地方跟随执法的特点

从案件执法机构来看，在25起案件中，反垄断行政机关执法案例数量为20起，法院诉讼裁

决案件数量为5起，即80%的案件是行政执法案件。在行政机关执法案件中，国家执法机关查处

的案件数量为5起，地方执法机关查处的案件数量为15起
①

，地方执法机关查处的案件数量占行

政机关执法案件数量的比例为75%，占全部案件总数的60%。在地方执法案件中，上海和江苏反

垄断执法机关的执法案件数最多，总共为11起。上述数据显示，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执法具有

明显的行政执法为主的“强行政、弱司法”，以及地方反垄断行政机关执法为主的特点。地方反

垄断机关的执法具有典型的跟随国家执法的特征，这里少数案件是在国家执法机关授权下的

地方执法，但更多的是地方执法机关的跟随执法。地方反垄断机关的这种“跟随式”执法的优点

是有利于迅速开展执法行动，但也可能产生过度执法和背离地区市场竞争状况的政绩导向的

执法问题。

4. 行政执法和法院司法适用的审查原则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在25起案件中，反垄断行政机关执法的案件数量为20起，法院司法裁决的案件数量为5起。

从案件适用的审查原则来看，反垄断行政机关的案件执法基本都是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案件的

审查都是基于当事企业实施了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事实来直接认定违法并处以相应的罚款；

法院裁决的案件则都采用合理原则来充分分析案件的经济现实和可能的竞争影响，个别案件

中甚至涉及依据《行政诉讼法》对“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在法院裁决的5起案件中，

海南裕泰科技饲料案、武汉市汉阳光明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韩泰轮胎案、康健苗苗医药有限公

司与登士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3起案件原告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在东

莞市横沥国昌电器商店与东莞市晟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中，法院认

定被告的最低转售价格维持不构成纵向垄断行为；在北京锐邦涌和诉强生公司案中，法院认定

被告的最低转售价格维持构成非法垄断协议。其中，在海南裕泰科技饲料案中，一审、二审法

院审理的焦点问题是海南省物价局认定海南裕泰科技饲料公司实施转售价格维持协议构成违

法是否正确。在上海韩泰轮胎案中，原告是在上海市物价局对被告实施转售价格维持协议构成

违法的事实认定基础上提起的后续诉讼，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维持了一审法院认定被

告实施的转售价格维持协议不构成垄断协议的判决结果，作出了与反垄断行政机关完全不同

的裁定。从理论上讲，行政执法和法院司法适用的法律及标准是一致的，都是依据《反垄断法》

的有关规定，但行政执法机关和法院在对审查原则的理解与适用方面存在一定的偏差。目前行

政执法和法院司法采用不同反垄断原则割裂了《反垄断法》统一适用的基本要求，同时行政执

法和法案司法适用原则的不一致还会带来体制冲突，一些当事企业如果对反垄断行政机关的

行政裁决不认可，则会在行政裁决之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为避免被不公正对待，直接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增加诉累和司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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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3年茅台五粮液转售价格维持案是由国家发改委和贵州、四川两地的执法机关作出处罚的，所以也归类为地方行政机

关执法。



5. 案件处罚措施具有较大的不统一性和不确定性

首先，案件罚款金额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

25起案件的单个企业罚款额平均值为违法企业

上一年度销售收入的2.66%，单个企业罚款额最

高的为上一年度销售收入的7%，最低的为免除

罚款，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见图2）。其次，罚款

额确定标准不明确。在25起案件中，案件的罚款

额确定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计算依据，裁决书的

表述大多是“根据被告违法行为的程度、积极整

改的态度进行处罚”，其中如何判断违法程度以及对应罚款额并不明确，特别是将被告“积极整

改的态度”作为反垄断罚金确定因素本身就存在问题。再次，处罚地区的不确定。如汽车经销市

场的转售价格维持案件主要是由上海、江苏等省市的反垄断机关来查处，但是实施该行为的品

牌汽车企业同时在国内多个省份经营，反垄断相关市场是全国市场，由此当事企业跨地区经营

与省级执法机关依据属地管辖权来查处之间存在冲突。最后，处罚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即处罚

生产商还是经销商存在不确定性。在湖北奥迪案、上海克莱斯勒案、江苏奔驰案、哈大齐地区

天然气案中，生产商和经销商都受到处罚，而在茅台五粮液案、进口奶粉案、镜片案中，仅生产

商受到处罚。

（二）转售价格维持案件的审慎性“本身违法原则”
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垄断协议”的两个要件是存在协议、协议具

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反垄断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固定转售

价格、最低转售价格等垄断协议。根据该条规定，只要一项协议具备固定转售价格或维持最低

转售价格就构成非法。同时，《反垄断法》第十五条则规定了不适用第十四条的“情形”，特别是

规定“经营者还应当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

由此产生的利益”。由于缺乏反垄断判例或相关指南对纵向限制协议反垄断审查的进一步解

释，对转售价格维持协议反垄断审查原则的适用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反垄断执法既可能依据

第十四条根据转售价格维持的形式来直接认定其为非法，也可以通过进一步审查第十五条规

定的“情形”来对其加以豁免。总体来说，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对

转售价格维持采取的是“原则禁止＋例外豁免”的执法体制，这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本身违法

原则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合理原则，而是在总体上坚持本身违法原则的同时针对特别情况采

取个案豁免
①

。但是由于“例外豁免”缺乏明确的相关制度保障，特别是《反垄断法》没有建立明

确的纵向限制协议例外豁免的效率抗辩程序保障，从而使得“原则禁止＋例外豁免”变成了事

实上的本身违法原则，即企业一旦从事第十四条所禁止的固定转售价格或维持最低转售价格

就会被认定为非法。

中国转售价格维持案件的反垄断行政执法实际坚持的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本身违法原则

也不是合理原则，而是采取谨慎执法的原则。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本身违法是，只要执法机关发

现当事企业的违法事实，则可以直接认定其构成违法，并不需要进行市场界定和竞争损害分

析。为避免执法错误而造成对市场运行的损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案件审查中往往基于个案

的经济现实进行一定的经济分析并在综合权衡总体影响后，审慎地作出裁决结论。只是出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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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转售价格维持案件罚金比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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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0年1月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二章也试图对“原则禁止＋例外豁免”进行制

度完善，特别是强调原则禁止和例外豁免的统一，但是由于缺乏科学明确的制度设计和程序保障，“例外豁免”仍然不具有现实

的可实施性，纵向限制协议的反垄断行政执法仍将是本身违法原则的普遍适用。



种原因，在案件裁决公告中仅发布了案件调查的基本事实、裁决结论和处罚措施，并没有公开

详细的调查分析的证据细节和经济分析过程。当然，在极少数特定案件中，如果有充分的证据

显示转售价格维持具有明显的竞争损害效应，则反垄断机关将不再进行详细的经济分析而是

直接作出裁决。总体来说，尽管国家反垄断执法机关采取了审慎的执法审查，并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了案件裁决的相对正确性，但是由于竞争效应分析不是必要的审查程序，其本质上仍然属

于本身违法原则。

地方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跟随执法则普遍适用简单的本身违法原则，降低了执法质量。经验

显示，中国地方省级执法部门的执法能力相对不足并且具有较大的地区差异性，其具有较高的

执法失误的风险，在一些案件的查处中存在一定的武断性和审查分析瑕疵。中国反垄断行政执

法体制是来自于传统的计划价格管理的部门分工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这一体制不利于

反垄断行政执法质量的提高。地方反垄断行政执法部门为了彰显执法成效或业绩，泛化转售价

格维持案件查处并将转售价格维持案件查处数量作为政绩目标并不是一个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事情。首先，转售价格维持是否是影响目前中国经济中市场竞争的主要垄断行为本身是不明确

的，特别是对其大规模执法是否符合各个地区的市场竞争状况更不明确；其次，反垄断行政执

法质量或成效的高低并不与查处的案件数量或罚款额度有关，反垄断行政执法主要是通过对

典型重大案件的执法来重塑企业行为规则，发挥反垄断执法的警示和倡导作用，而不是不分企

业规模和经济损害筛查式执法，这种对同一类型案件的大范围执法体现出了传统行政体制运

动式执法的影子，给行政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微观市场的运行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是一种

高成本且不审慎的反垄断执法。

五、  促进反垄断法高质量实施的合理原则适用及制度完善

（一）坚持合理原则为主的基本走向

合理原则是促进反垄断执法体系和执法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合理原则的适用是一个

国家反垄断高质量执法的重要体现，是反垄断制度体系和执法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转

售价格维持反垄断执法审查由主要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转向主要适用合理原则，由形式主义转

向效果主义，反映了一个国家反垄断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国家反垄断制度成熟

度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反垄断执法体制必经的成长之路和目标走向。首先，这一转变是执法实

践经验丰富化的体现，合理原则是基于丰富的反垄断执法实践经验而发展出来的，是执法由经

验上升到科学的过程。其次，这一转变是执法精细化的体现，反垄断执法由主观经验判断为主

转向大量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精细化分析和权衡各种效应，是执法由粗放转向精细的过

程。再次，这一转变是执法公正化的体现，反垄断执法本身是一种行政裁决，只有保证裁决的

公正性才能充分保障当事企业的正当权益，合理原则能够保证案件裁决建立在可信的证据、合

理的法律适用和正当程序的基础上，降低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能够保障当事企业的正当权

益。合理原则不仅仅是一种反垄断案件审查机制，也是反垄断法实施的一种制度理念。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合理原则的适用是法治精神的体现。最后，这一转变是执法制度理性化的体现，

行政执法本身具有冲动、非理性的内在缺陷，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将行政自由裁量权关

在笼子里，防止其恣意妄为，保证制度理性。合理原则通过系统的制度体系设计来保证反垄断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科学公正行使，以实现制度理性。

坚持合理原则的基本导向并不是完全排斥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而是根据执法经验的积

累、对特定限制协议的认识深入和执法体制的完善来确定合理原则与本身违法原则的合理组

合。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是建立在充分的执法经验和大量案例裁决的基础上，本身违法原则是

长期执法实践经验系统总结后的原则概括并转化为高效率的执法行动。本身违法原则直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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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的限制协议是本质上就具有“非常大的可能严重损害市场竞争”的协议。为此，美国、欧盟的

反垄断执法主要是针对横向固定价格、分配市场、串通投标等“赤裸裸限制协议”或“核心限制

协议”，对纵向价格协议则适用审慎的合理原则。从美国反垄断历史来看，随着执法经验丰富和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本身违法原则由初期的主导地位逐步下降为次要地位，合理原则上升为主

导地位
①

。目前在中国反垄断执法经验和执法案例并不非常充足的情况下，更应审慎适用本身

违法原则，应适当限制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范围，避免简单化执法带来的执法失误风险。因为

保证反垄断案件的裁决质量，避免反垄断执法的两类失误（假阳性和假阴性），始终是反垄断

执法体制追求的根本目标。

（二）坚持行政为主体、司法为保障的执法体制

中国“行政+司法”的双轨制应该继续坚持行政执法为主、法院司法为保障的模式，不宜大

幅度增加法院司法裁决案例的数量。行政执法的优点是高效迅速、执行有力，但行政执法质量

保证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其针对的案件的法律适用相对明确，而对那些竞争损害不明确的新问

题或法律适用存在争议的案件，行政执法的质量保证优势则并不显著。法院司法的优势是具有

公正的程序保障，对保证案件裁决质量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司法是高成本的法律实施。因此，

应继续坚持行政执法为主的“行政+司法”双轨制模式，并深化改革以理顺行政和司法的关系，

充分发挥行政机关执法的专业和高效优势；法院司法不应该主动积极执法，而应该在发挥司法

裁决的最后保障作用，同时司法审查也应坚持司法自限，尊重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②

。

目前，转售价格维持案件审查原则适用中存在的行政和司法不一致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

情，保持司法的独立性和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保障地位，更有利于中国反垄断法实施

质量的提高。行政和司法的关系是既需要保持行政机关执法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同时也要保证

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彰显司法正义。为此，基本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强化司法对行政的审查，通过

司法审查来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恣意行使，纠正不当行政执法的错误裁决，以维护法律的公

正。同时为了进一步规范法院合理原则反垄断审查制度，最高法院应该适时对反垄断案件举证

责任制度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确保程序正义。

（三）改革完善反垄断行政执法体制

首先，构建一体化的反垄断行政执法质量保障体系，重点是强化事前市场研究、事中案件

经济分析、事后执法评估。强化重大执法行动的事前市场研究，基于市场竞争评估来确定执法

重点和基本导向。进一步突出事中个案竞争审查的经济分析，特别是对转售价格维持协议为何

具有“严重排除市场竞争效果”提供可信的事实和理论证据。建立制度化的反垄断行政执法事

后评估制度，及时评估总结已有的执法实践，并注重典型案例的指导价值。其次，行政执法中

引入效率抗辩程序确保程序正义。为了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确保审查结果的公正，应在行政

执法中引入效率抗辩程序。即使继续坚持本身违法的原则禁止，也应重点完善“例外豁免”制

度，确保例外豁免的可实施性。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案件审查中落实反垄断案件审查听

证，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举措
③

。再次，在《反垄断法》修订中设立专章对反垄断案件的法律责任

和罚金确定作出规定，并据此尽快制定并颁布《反垄断处罚指南》，对罚金数额确定的标准和

计算依据作出科学明确的说明，统一罚金数额确定的法律标准，消除罚金数额确定中执法机关

的过大自由裁量权。最后，强化反垄断行政执法体制的纠错机制建设和监督治理体系建设，具

体包括：（1）强化国家执法机关可以对地方执法机关执法活动进行业务指导，也可以对地方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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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关的执法质量进行评估检查并提出改进建议；（2）人大或第三方机构对反垄断行政机关的

执法质量进行评估；（3）当事企业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

（四）完善反垄断行政机构体制

全面提升反垄断行政机关的执法能力和执法专业性。合理原则的适用会明显提高反垄断

案件审查的难度，对反垄断行政机关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

人员编制和人员组成要承担日益繁重的反垄断执法任务已经明显负担过重。全面提升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执法能力和专业性的路径为：一是增加反垄断机关的人员编制，特别是专家人员数

量，增强执法能力和专业能力；二是增加预算将案件经济分析任务委托给第三方机构或专家团

队进行独立客观的分析；三是在重大案件中可引入独立专家意见征询制度。

规范地方反垄断机关执法行为和提升执法质量是保证反垄断行政执法质量和实现高质量

执法的重点。首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执法权。国家和地方执法机关的权限划分标准是，

具有全国性或跨地区影响的案件应该由国家执法机关执法，地方反垄断执法仅限竞争影响在

属地范围内的案件。对竞争影响涉及多个地区的案件，国家执法机关可以委托地方执法机关进

行调查取证，但最终裁决应该由国家反垄断执法机关作出。其次，反垄断执法不能采用一般经

济政策实施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全国一盘棋”思路，即全国统一布置、统一行动的执法模式，

避免全国统一的运动式执法现象。对地方区域市场内的案件调查应由地方执法机关根据本地

市场竞争状况来自主进行，国家执法机关与地方执法机关之间只是业务指导关系。再次，为了

防止地方行政机关执法偏差，在加强国家执法机关对地方行政机关业务指导和业务能力培训

的同时，还要改革地方执法机构的绩效评价体制，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不能套用一般的行政部门

绩效评价方法来考核反垄断行政机关，尤其不能将案件数量、涉案金额或罚款额作为业绩评价

指标。最后，保证全国统一反垄断行政执法的另一个思路是组建跨区域的隶属国家反垄断机关

的区域执法机构，收回各个省级执法机构的反垄断执法权。

六、  结　语

防止反垄断执法失误，实现高质量执法，是各国反垄断法实施体制设计的重要目标，全面

提升《反垄断法》实施质量成为新时期反垄断的重要任务。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创新和商

业模式创新不断涌现，判定特定纵向限制协议竞争效应面临更大的难度，反垄断执法面临更大

的不确定性，具有更高的执法失误风险，应注意防止过度执法
①

。数字经济反垄断需要以专业

的个案分析和正当的程序保障来维护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福利，更应坚持以合理原则为核心的

反垄断审慎监管原则。《反垄断法》的修订以及反垄断案件审查原则的适用都应该服务于《反

垄断法》高质量实施的目标。首先，鉴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存在瑕疵，需

要在《反垄断法》修订中对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加以完善，区分严格禁止的横向限

制协议和合理性审查的纵向限制协议，并通过制定颁布《纵向限制指南》来明确本身违法原则

和合理原则各自的适用情景以及审查考虑的因素，从而构建本身违法原则、合理原则和本身合

法原则优化组合的反垄断体制，实现反垄断法实施效率性与公正性的兼容。其次，全面构建反

垄断法高质量实施的制度体系。以合理原则为基本导向的反垄断审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

原则适用问题，其更大程度上涉及反垄断法实施制度完善问题。推进和完善反垄断合理原则的

适用是全面提升中国反垄断法实施制度质量的重要基点，以此为契机全面改革完善反垄断实

施体制，实现反垄断法律制度体系和反垄断能力的现代化。

30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1年第4期

①Howard A. Shelanski. Information，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Internet，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 161，2013，pp. 1 663-1705.



The Anti-monopoly Principle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under Platform Economy

Tang Yaojia
( Economics School，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Zhejiang Hangzhou 310018，China )

Summary: Digital economy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ffective antitrust enforcement

system  to  guarantee  the  high-quality  enforcement  of  Anti-monopoly  Law.  In  recent  years，the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has  been  a  focal  point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in  China.  However，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anti-monopoly  principles  towards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has  been  in  great  controversy.  Based  on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per se rule and rule of reason，we investigate their core and point out that per se

rule  and  rule  of  reason  are  complementary，and  rule  of  reason  is  a  system  that  embodies  the

economic fact，the economic theory，and the procedure guarantee.

In  platform  economy，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has  three  new  features，which  are

conducting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by  algorithm，mainly  conducted  on  online

platform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wo-sided market，influencing multiple subjects and markets in

terms  of  its  economic  impact.  The  efficiency  effect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are

mainly  reflected by overcoming the problem of “free  riding” in  distribution，achieving network

effects，proving high quality，stimulating creativity，etc. Th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are mainly reflected by facilitating price collusion，market foreclosure，and

exploitative pricing. Therefore，it is appropriate to apply rule of reason in specific case review. In

platform  economy，the  application  of  rule  of  reason  in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cases

should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its impact on non-price factors，strengthen algorithm investigation，

and  fully  consider  the  unique  features  of  platform  economy，such  as  network  effects，multi-
homing，etc.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anti-monopoly authority conducts a prudent enforcement and some

economic  analysis，according  to  the  Antimonopoly  Law  of  China，the  antimonopoly  rule  for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cases  is per  se rule.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China  anti-
monopoly  enforcement  demonstrates  that  multiple  reasons  can  affect  enforcement  quality  and

increase the risk of enforcement fault，and that is the simple application of per se rule，the follow-
up  enforcement  of  local  anti-monopoly  authorities，the  different  principles  applied  between

admiration and judicial authorities，and the inconsistency of punishment standards.  It is necessary

to stick to rule of reason as the basic principle for vertical restraints and construct the system by

strengthening  the  core  of  rule  of  reason  to  guarantee  the  high-quality  enforcement  of  Anti-
monopoly Law.

Key words: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 per se rule; rule of reason; platform economy;

antitrust enforc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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